
序 言

“古文运动”与“唐宋八大家”

家”的影响，便从通都大邑，

在中国汉语文学史上，有两次著名的“古文运动”。一次在

中唐，以韩愈、柳宗元为首领；一次在北宋，以欧阳修为主盟。

韩柳之后，李翱、皇甫湜等人，写作成绩，不能和韩、柳相颉颃；

欧阳之后，曾巩、王安石、苏洵、轼、辙父子，写作成绩虽亦有

广狭高下之分，然尚足为欧阳之羽翼。到了明代，便以两代八人

并称，号为“唐宋八大家”。最早把他们的文章合为一集的为朱

右，但那个本子早已佚失，其后便有茅坤的《唐宋八大家集》，至

今流传不绝。八家的次序，朱氏是：韩、柳、欧、曾、王、苏，茅

氏则变为：韩、柳、欧、苏、曾、王。以后便成了习惯的提法。

经过清代“桐城派”的称扬，

深入到穷乡僻壤，成为一切开笔作文者的典范。直到“五四”新

文化运动后，才逐渐失去其光采。

所谓“古文运动”，实质上是以复古为旗帜的散文改革运

动。散文为什么要改革呢？原因是散文是以记录语言为职志的，

语言不断变化，相应的散文也不得不进行变革。比如商周时代的

《尚书》，其中不少文章象所谓“周诰”“殷盘”，后人读起来

很难懂，韩愈称之为“诘屈聱牙”，因为它记录语言时，虚字，

即语气词很少，当时人能懂，后来的人就懂不了。到了春秋战国



散文的传

时期，在社会大动乱、大变革的急迫需要下，便创造了有大量之、

乎、者、也、已、焉、哉等一系列语气词的散文，在记录语言上作到

了“无不达己意，无不喻己情”的地步，先秦诸子的文章就是代

表。这是散文的一次大跃进、大变革。

但这时又出现了“雅言”和“俗语”、“方言”的矛盾。以

《论语》为首的诸子，基本上属于“雅言”系统，而“雅言”的

性质相等于今天所谓“普通话”。这是吸收各地“方言”中最共

通的成分而形成的一种文体，既适用于一个地区，也适用于九州各

国。这就叫作“文言”，不合这个标准的，就会因“言之不文”而“行

而不远”，（《左传 襄公二十五年》）。但它和口头的“方言”、

来越大。秦始皇统一六国，也统一了文字

“俗语”却有了一定距离。口头语言变化很快，这种矛盾，也越

“书同文”。于

是，一字多音、一音多字、一字多义、一义多字的现象，成了汉

语的特色，也为散文提供了丰富的词汇。这就是文言

统。这一传统持续了两千多年，为华夏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

和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由于散文终究是以记录语言为职志的，而社会的发展和生活

的要求，不断变化着，要充分用文字表现出来，就需不断地吸收

口语中生动活泼的成分，来提高它的表现力。历史上的散文家，

在这方面作得越好的，他的成就就越大。而司马迁正是做得最好的

伟大典范之一。从班固起，开始有远离口语的倾向，经魏晋到六

朝，就出现了畸形的形式主义的发展，形成了所谓“骈文”。在

当时的士族门阀统治下，文化只掌握在少数上层分子手里，于是

他们的文章脱离现实，脱离社会，脱离人民生活；内容空虚，而只追

求字句对偶的美，辞藻华丽的美，用典巧妙的美，音调谐和的美，

使文章成为统治阶级的装饰品、玩赏品，全不切实用。尽管其间



特别是

个别作者，象鲍照、庾信等人也写有题材严肃、感情真挚的作

品。但因文体的限制终难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以从总的趋势来

看六朝骈文，代表着散文发展史上极端衰敝的文风。

也上书请

到了唐代，时代完全不同了，而骈俪之风却仍长期占着统治地

位。以太宗李世民的英武，文治武功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对文

学，却只拿来作为粉饰太平的工具，自己也附庸风雅，追步齐

梁。故齐梁余风，风靡一世，而且延续达百年之久。但由于这种

文体难于为现实服务，所以早在六朝骈俪盛行的同时，要求改革

的呼声，已不断出现。北周苏绰，曾作《大诰》以立散文的标准；

隋文帝杨坚下诏：“公私文翰，并宜实录”，隋臣李

革文弊。初唐“四杰”，为骈文高手，却也有改革要求，至陈子昂

遂高举起反齐梁的旗帜。盛唐以来，萧颖士、李华，在创作实践

上都能突破六朝藩篱，各自成为名家；而元结、独孤及、梁

肃、柳冕等人，从理论到实践为“古文运动”奠定了丰厚的基

础，韩、柳继起，遂使这一次散文改革运动达到高潮。《四库提

要》对此作了总结性评论，说：“考唐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

朝之体，经开元、天宝，诗歌大变，而文格犹袭旧规。元结与独

孤及，始奋起湔除，肖颖士、李华左右之，其后韩愈继起，唐之

古文，遂蔚然极盛”。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唐代以“古文”为旗帜的散文改革运动，是散文发展史上对

骈俪歧途的拨乱反正。而这个拨乱反正，又和当时的儒学复古潮

流紧密联系着，也和时代的需求分不开。盛唐是唐王朝盛极而衰

的关键时期，以安史之乱为转折点。从这次大乱后，适于粉饰太

平的骈体文，越来越不需要了，需要的是能为政治、经济改革服

务的，切于实用的文体；加以当时社会最大的祸害之一，是道佛，

佛教地主的横行，因之尊儒反佛和提倡古文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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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古文的人，大都是儒教崇拜者和佛教反对者。由于当时出身

于中小地主的封建士大夫，要忠君、爱民、忧国，没有别的法

宝，只有传统的儒学。他们在反佛上可能有差别，而在崇儒上则

毫无例外，他们把“中兴”“救世”的愿望，都寄托在儒学复兴

上，而以新体散文为之鼓吹。苏轼称颂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

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的，不管韩愈是否真能达到如此其高的地位。

在韩、柳的当时，古文虽在文坛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也出

现了除韩门李翱、皇甫湜等人以外还有白居易、元稹、吕温、刘

禹锡等大批作者，但随着晚唐政治的腐朽黑暗、濒临崩溃的形

势，坚持古文以批判现实的作家象皮日休、陆龟蒙一类人越来越

少。而由宦海浮沉转上醉生梦死、荒淫堕落的文人则日见其多。于

是适于自欺欺人、以浮华掩真实的骈文，又一度盛行起来。杜

牧、李商隐、温庭筠，就代表着这一转变。李商隐曾在他的《樊

南甲集序》中说他十六七岁时，就能以古文露头角，后来在藩镇

幕府任职，又两次作秘书省郎中官，才改作“今体”，专学任

（昉）、范（云）、徐（陵）、庾（信），终于成了骈文专家。

经过五代十国的分裂变乱，直到北宋，文章的工巧靡丽超过了六

朝，而以李商隐为不祧之祖。赵氏王朝，建立了空前的君主专

政，而官僚们更可以在高度的物质享受下，优游俯仰其间。杨

亿、刘筠为首的达官集团，在诗歌方面有《西昆酬唱集》为靡丽

诗风的代表，而其文也与之相辅，被称为“西昆体”。他们“务

以言语声偶摘裂，号为时文”（欧阳修《苏氏文集序》），“句

读妍巧，对偶的当”，“事实繁多，声律谐调”（石介《上赵先

生书》）“穷妍极态”、“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石介《怪

说》），“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



，但所标榜的却都是“文以明新散文的创作上

学”（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这种文章的特点，形式上

全是四、六句；内容比六朝更整齐，所谓“骈四俪六”，基本

而政治局势上不只是空，而且是伪。文章至此，完全走上死路

即

内忧外患，促使朝野人士，产生了维护政权和进行改革的迫切愿

望。以此为契机便出现了第二次“古文运动”。这一运动，以柳

开、穆修、石介为前驱，从理论上给予时文以沉重打击，为古文

开拓道路，而王禹偁则在写作实践上作出了成绩。韩愈当年在尊

儒反佛写古文的过程中，曾提出所谓“禹、汤、文、武、周公、

孔子、孟轲之道”的“道统”理论，而在宋代的古文运动中，则

既强调“道统”又强调“文统”，两“统”都以韩愈为崇拜偶

像。到了欧阳修借两次“知贡举”的机会，用政治力量，严禁考

生写作骈文而大力提倡古文。三苏、曾、王都是在他提拔影响下

成为一代作家的。欧阳修便是当时公认的韩愈“道统”“文统”

的继承者。加上他的政治地位（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

副统帅、副首相），影响也特别大。苏轼曾说：“愈（韩愈）后三

旧史

百年而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居士集

本传》中说：“至修文一出，天下皆向序》）。而《神宗

附录》）。慕，为之唯恐不及，一时文章大变”（《欧阳文忠公集

所以宋代的“古文运动”，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直接继承者，

是较之唐代更容易地取得成功的。

这两次“古文”即散文改革运动的代表人物们的贡献，主要在

是第一

位，而“文”是第二位的。他们都尊儒，而宋人提得更响亮；他

们都提到“道统”，而宋人提得更普遍更明确，而且加上了“文

统”。他们具体主张当然也有差别。比如同一“道”，韩愈、

欧阳修等所指都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柳宗元、三

道”。“道”



的。传记中象《张中 传

苏，则强调的是“理道”（治世之道）和“有补于国”的道；同

一尊儒也，韩愈、石介等力排佛老，而柳宗元、苏轼等，却不排

佛老。但总的看来，他们多半并不是哲学家或思想家，而重要的

是散文家，是在整个散文发展史上，起有革新和创造的作用的，

他们的文集，是我们宝贵的文学遗产。

不在于说理说得怎么高明，而在于他具

韩愈、柳宗元不仅时代上居“八家”之首，更重要的是他俩

的散文创作，足以领袖群伦。前人对韩愈的文章，很重视他的理

论文。其实韩的理论文，

有一种蓬勃的气势。这种蓬勃的气势，源于炽热的感情；炽热的

感情，源于现实的激发和典籍的陶冶。他的《原道》、《原性》、

《原毁》、《论佛骨表》，固然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也表达

了作者分明的爱憎，但与其说是说理精深，倒不如说是“攻势凌

厉”。他的抒情性论文，象《伯夷颂》、《获麟解》、《杂说》

一、四之类，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他的论点，都不能不受它的感染

而为它所激动。弱于理、强于气，很有点近于《孟子》。只有

《师说》、《争臣论》等篇，词明理举，堪称论文的佳作。

韩愈散文中成绩最大的，应该是他的传记文，包括大量的

墓志在内。这里除过违心的谀墓之词外，可以说是十分丰富多采

后序》，名为“后序”，实是补李翰

《张巡传》之不足，而补写的一篇传记。序中塑造了张巡、许

远、南霁云等三个英雄人物，朴素而生动，非常感人。墓志中他

对不同人物的不同事迹、不同性格和不同思想感情，通过集中、

突出、剪裁、渲染，而出之以寓于感情的笔调，使所写人物，充

满活力。象给他的朋友柳宗元、孟郊、樊宗师等所写的墓志，都

是如此。至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写“天下奇男子”王适，

《故幽州节度判官赠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写骂叛徒被杀的张



的深刻细致，而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身世情感溶化于

彻，用朴素的描写来刻画人物，尤具特色。

韩愈的赠序，是一个创造。他的大量的赠序文，都是抒情文

的上品。长篇象《送李愿归盘谷序》，短篇象《送董邵南序》，或故

作旷远，或强作劝勉，而郁勃之气，溢于言表。其他如《祭十二

郎文》且泣且诉，《进学解》之寓愤于谐，《画记》之把繁杂的

人物器用，写得了如指掌，都是很高的艺术品。韩愈的文章，有

“怪怪奇奇”的一面，那是新的形式主义，影响不好；而“文从字

顺”的一面，则不但“务去陈言”，而且不断吸收新的语言加以提炼，

再加上字法、句法和结构的讲求，使散文发展更具有一种光采。

柳宗元的文章，最大的特色不是感情而是理智。他青少年时

期就博极群书，而且善于把书本和现实相印记。他曾说：“信书

成自误，经事始知非”（《三赠刘员外》）。因之他的全部作品处

处闪耀着理智的光芒。他的理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是周秦以来

历史的总结。条分缕析，反复论证，以理服人而非以情动人；

《桐叶封弟辩》、《断刑论》以及《非国语》之属，莫不如此。

单就文学方面来看，他的最大创造，是寓言和辞赋。象《三戒》、

《

刺之能事。辞赋中除直接抒情以外，

传》、《罴说》等，都是因物肖形，极喜笑怒骂、幽默讽

也多以寓言行之。象《骂尸虫

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等，都是借物刺人，十分深

刻，为古今文家所少有。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游记文，是柳

宗元的另一创造。这些游记，不仅体现了他对自然风光观察体味

自然景物之

中，使山水也具有了他的思想性格。 至于他的传记文象《段太尉

逸事状》；赠序象《送薛存义之任序》都不只是文章好，而重要的

是陈义高。他写段秀实关心人民疾苦，沉着、勇敢地和权势强暴者

作斗争，至今读之，仍勃勃有生气。他向薛存义提出：官吏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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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仆役的观点，更不是一般作者所能企及的。

北宋古文家，并尊韩、柳而侧重于韩。欧阳修又强调“韩

李”（李翱），说明他们不仅反对了骈俪，也反对了由韩的“怪

奇”而导致的险怪一路，而只走李翱所承继的韩的“文从字顺”。

欧阳修致力最大的是传记文，他以《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的

主编和编著，列身于史学家之林，而作为文坛领袖，自然也以这方

面成就更为突出。他写传记文的标准是：“事信，言文”（《代人上

王枢密求先集序书》）。要“事信”，就要调查考证；要“言

文”，就要斟酌于详略、剪裁。这在他的《论尹师鲁墓志》一文

中，说得最清楚。“事信”需要客观，而“言文”又不能不带主

观色采。他的史传和史论，大都具备着这两个特点。理论文他虽

不见长，但《朋党论》、《纵囚论》等，却表现了他的真知灼

见。文章丝毫没有剑拔弩张的气味，而只是反复论证，抑扬顿挫，

从容不迫，以理服人。他的“序”（书序、赠序）、“记”（记

亭、园、台、堂）多有名篇，在写作上则夹叙夹议，间以描写，

往往有“一唱三叹”之妙。

苏洵、轼、辙父子兄弟齐名，而各有不同风貌。苏洵长于政

论，高者可以与《战国策》中的名篇比美。《辨奸论》勇于干预

现实，支持改革派，很有斗争精神；《六国论》借战国史实，总

结经验教训，以反对宋王朝的对外屈辱政策，具有深刻的现实意

义。苏轼博学、多才、有识，结合着他一生所走的不平坦的道路，接

触社会面相当宽阔，这就决定了他的思想的复杂性。他尊儒而喜

释道，对事、对人、对物，他常有独立的深刻见解。他不固执，

也不圆滑，随遇而安，无所不适。表现在文章中，是十分丰富、

复杂、而又汪洋恣肆的。他有一部分理论文，好矜奇立异，抓一

个特点作为一篇的中心，反复论证，以达到预期的结论，《留侯



救灾记

论》可作代表。他把张良一生功业成就的关键，说成是在于“能

忍”，在于“忍小忿而就大谋”，道理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却

不能不佩服他文章所具有的魅力。他的杂文、杂记，往往对事

理观察入微，富于哲学气味，而又妙趣横生。象《日喻》，用

瞎子不能靠别人的指点认识太阳，来说明“道可致而不可求”的

道理，因为一切事物的规律，主要从不断的实践体验中得来，

其精微之处，的确是不可言传的。这种道理《庄子》说得最

透，而苏轼文中也写有不少这方面的体会。苏轼的前后两篇《赤

壁赋》，是他的另一方面的名作。他用平易精炼的语言，写

流连于江山风月之间的人物，怀古伤今，抒发对人生的感慨；

终于把沉郁苦闷的心情，溶化于物我两忘的境界，达观而非消

沉。写景写情，各极其妙，是散文赋的杰作，是有辞赋以来所未

有的。苏辙与乃兄相形之下，当然要减色得多，但他的佳作，亦

复能独自树立。他长于叙记文。《黄州快哉亭记》、《武昌九曲

亭记》可为代表。《快哉亭记》极写山川形胜，联系对古人古事

的怀念，从而抒发其政治失意而不以得失为怀的旷达心情。文章

雄放而有风致。他的其它作品，大都委曲明畅，时有秀气。

曾巩的散文，《宋史》说他“为文章上下驰骤，愈出而愈

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为文者，鲜能过也。”

（《本传》）实际上他和殴阳修最为接近，也最为殴阳修所赏

识。他的《墨池记》说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好，在于“精力自

致”，而不是“天成”，强调了“学”的作用。他的《越州赵公

，是一篇很好的“荒政”总结。写得委曲周至，事理明

析。由于他以儒家正统自居，故文章也以“古雅”、“平正”为

特点。他的有名的《战国策目录序》，把策士们的言论作为“邪

说”而鼓吹“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



古运动”，矛头指的是“时文”

之无弊”，体现了强烈的儒家卫道士的观点，这是他所以不能有

更大成就的原因。

王安石在历史上以变法著名，但在学术上却是儒法并用而以

儒为主，只是在写作上吸收了法家精神而已。他特别注重文章的

实用价值，他认为“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要之以适用

为本”，这和柳宗元的主张一致。一般说他的文章，精悍严密，

逻辑性强，全没有淫词滥语，而说理明透。长篇论文如此，短篇

也不乏脍炙人口的名作，象《答司马谏议书》就司马光的来书，

一一辩驳，针锋相对，点滴不漏，使对方难于反对；而《读孟尝

君传》更一扫千余年来人们对孟尝君“得士”的评介，提出相反

的结论。不到一百字的短篇，却写得层次分明，转折有力，真是

得未曾有。尽管这两篇文章的论点不无欠缺之处，但作者驱遣文

字的工夫，却是很少见的。

由于唐宋两次“古文运动”，由于“八大家”的写作实践，

使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散文，长期占据了散文发展史上的主流地

位。由宋、金、元到明，一直统治着文坛。明代前后七子的“复

“八股文”，有一定意义，但

他们标举秦汉，排斥唐宋，没有创造出新文体；而唐顺己、归有

家”，“光等人，重整旗鼓，直承 八家”之称，也从此确定

下来，但承袭多，发展少。宗唐宋与宗秦汉，乃“五十步”与

清代，与“时文”对立，

“百步”之差，其作用不能和唐宋两次“古文运动”相比。到了

在各体骈、散文都在复兴的情势下，桐

城派又一次掀起了一个古文高潮。他们总结了 家”的写作特

点，提出了所谓“古文义、法”，传授不绝。尽管他们讲的“义”、

“法”，又造成了新的框框，成了散文写作的新桎梏，以至“五

四”时代，被称为“桐城妖孳”！但“唐宋八家”的创作经验，



却仍然值得我们重视。概括起来，有下列几点：

一、它虽是脱离口语的文言，但不断以词汇的更新维持其与

口语的联系，表现力较强；

二、字句、篇章，没有死硬的格式，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

自由抒写，桎梏较少；

三、虽形式自由，但仍有章法、篇法以至句法、字法可循，

有腔有调，有节奏感，富于感染力。

当然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深厚充实的内容，就仍会成为可憎

的滥调！作为优秀文学遗产的一部分，批判地吸收其精华，剔除

其糟粕，借鉴其形式，是有益的，必要的，也是我们今天的责

任。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肃清“四害”流毒，实现拨

乱反正，我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

是诗词评介、鉴赏居多，而散文研究成果较少，这是一个缺陷。阎

凤梧、陈霞村二位同志编选的这部“唐宋八大家”文，选篇颇

丰，注译准确，文章题解时有新意，它对评介古代优秀散文的思

想和艺术，引导青年学习探索，以便发扬光大、推陈出新，都将

大有裨益，应当得到鼓励。

姚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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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愈

韩愈 ，字退之，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县）人。

黎。唐德宗贞元八年（

韩氏郡望为昌黎（今河北昌黎县），自称昌黎韩愈，世称韩昌

）二十五岁中进士。贞元十八年任国

）任太子右庶子

子监四门博士，不顾世俗讥笑，抗颜而为人师，广收门徒，组织

文学改革的生力军，被诬为狂人。贞元十九年任监察御史，关中

天旱人饥，他上书请求减免徭役赋税，触怒权贵，被贬为阳山

（今广东阳山县）令。唐宪宗元和十二年（

时，随宰相裴度平定淮西藩镇吴元济之乱，因功升为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上书反对迎拜佛骨，慷慨陈词，触犯宪宗尊严，几

刺史。唐穆宗长庆元年（

乎被杀，幸得裴度、崔群等人援救，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安县）

，由袁州（今江西宜春县）奉召

回京，任国子祭酒，又转为兵部侍郎。其间韩愈曾出使镇州（今河

北正定县），制止了王廷凑的叛乱，因功升为吏部侍郎，世称韩

吏部。唐敬宗宝历元年死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杰出的散文家、诗人。

在政治上，他一贯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唐王朝中央集权的统治。

在思想上，他大力提倡儒家道统，以儒家思想的忠实继承者自

居，力图以孔孟所宣扬的封建等级制度、伦理制度和道德、文化

传统，挽救中唐政治危机。韩愈从卫道者的立场出发，反对佛教



和道教的社会虚无思想，对因果报应、长生不老等宗教迷信思想，

深恶痛绝，严加驳斥，认为它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的欺骗伎

俩，指出佛老之徒是一群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客观上对维护国家

统一，减轻人民负担，具有进步意义。在文学上，他全力提倡先

秦两汉的古文，反对六朝以来的骈文，以利于传播儒道，排斥佛

老。他的文学理论首先强调文与道的统一，认为道是目的，文是

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同时承认形式对内

容的重要作用：“辞不足不可以为文”，“文字暧昧，虽有美

实，其谁观之？”其次，他提出了“唯陈言之务去”的著名论点，

要求作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必须有所革新和创造，反对模仿抄

袭，主张熔铸新词。文章语言要“与事相侔”，“因事陈词”，

达到“文从字顺各识职”，合乎当时的语法规律。第三，韩愈很

重视“文气”问题：“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于作家的“气”

认为文章词句的长短与声调的高低，即作品的气势、风格，决定

精神力量和情绪状态；而“气”的获得又与

作家的道德和文学修养密切相关。第四，韩愈还提出了“大凡物不

得其平则鸣”的论点，指出“不平则鸣”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

普遍规律，古今许多优秀作家的作品都是“不平则鸣”的产物。

这就把文学创作与社会矛盾联系了起来，为文学批判现实提供了

理论根据，突破了文学单纯为儒家道统服务的狭隘观念。

文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他把先秦两汉的古文改造成为新型散

韩愈的作品现存《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散

文，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来，扩大了古文的表现功能。说理、记

事、抒情、写人、状物，都很重视形象的鲜明生动和准确完整。

文章的气势磅礴雄伟，自由奔放；感情曲折真挚，凄楚动人；语

言明晰流畅，舒展自如，达到了“意无不达”的高度。他以当代



原 毁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

口语为基础，吸取古人语言的有益成份，创造出大量的新词汇，

从而丰富了祖国的语言宝库。韩愈以他卓越的文学成就开创了一

代新文风，把中国古典散文从僵死的骈文泥沼中拯救了出来，奠

定了中世纪以来中国古典散文的雄厚基础，不愧为“文起八代之

衰”的文坛巨星。

，其待人也轻以约

者

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闻古之人有舜

，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

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④。”

，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

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

，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者

。”

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

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

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

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

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

旧

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取其一

，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即其新不究其不责其二

得为善之利

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

。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

” 曰：“能善是，是亦



。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 ！其

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详 ，故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

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

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

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

足称也

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

。”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

。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夫是之谓不

，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惧其人之有闻也

以众人待其身

，怠与忌之谓也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 。怠者

不能修

；不 然 ，则

，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

“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

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

强者必怒于言，儒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

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

说于言

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

，懦者必说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

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

！欤

【题解】

本文以古之君子和今之君子在“贵己”、“待人”上的不同

态度作对比，论证了当时社会形成“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不良



身的士人，需要通过逐级考

风气的根源，抒发了在这种风气下士人难以进身的不满情绪。文中

善于排比，层层深入；运用对比，增强效果。唐代统治阶级内部

矛盾日趋尖锐。大贵族大地主把持朝政，他们的子弟可以凭借祖

荫、门第轻易登上仕途；中小地主出

试审核，才有可能取得一官半职，他们的地位也不巩固，贬斥、

罢官是常有的事。韩愈自己就有切身感受。因而他能深刻地揭露

官僚权贵嫉贤妒能、压抑人材的腐朽现象，并对那些出身低微、

仕途坎坷的士人寄予深切同情。

【注解】

①重以周：重，严格；周，全面。以，连词，表示并列关系。

② 待： 对 待， 要 求 。约 ： 简单 ， 很少 。

③舜：传说我国氏族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领袖，儒家所谓圣人之一。

④乃：副词，竟然，却。

周公：姓姬名旦，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儒家所谓圣人之一。他

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辅佐成王治理天下。

艺：技艺。

病：过失，缺点。

取：采取，肯定。

即 ： 赞 许 。 究 ： 追 究 。

恐恐然：害怕的样子。

廉：很少。

少：稍微。

已：副词，表示程度，太，甚。

用：作用，这里指本领，才能。

闻 （ ：名声，声誉。

众人：多数的人，一般的人。

有本有原：即有本原，有根源。

怠与忌之谓：代词“之”字复指前置宾语“怠与忌”，如说“谓怠与



几

忌”。

修：学习，进取。

与：党与，朋友。

说：“悦”的通假，高兴。

已：语气词，同“矣”。

：接近。理：治理，本应作“治”，唐人避高宗李

治讳，多用“理”字代“治”。

【译文】

古代的士大夫，他们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他们要求别人宽

厚而简单。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所以努力不懈；要求别人宽厚

而简单，所以别人乐意做好事。听说古代有位舜帝，他的为人，

是位讲仁爱守道义的人，探求舜帝为什么能成为这样的人，然后

要求自己说：“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能这样，可是我却不

能这样。”早晨夜晚都在思索，去掉自己身上那些比舜帝差的地

方，发扬那些跟舜帝一致的地方。听说古代有位周公，他的为

人，是位多才多艺的人，探求为什么周公会成为这样的人，然后

要求自己说：“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能这样，可是我却不

能这样。”早晨夜晚都在思索，去掉自己身上那些比周公差的地

方，发扬那些跟周公一致的地方。舜帝，是伟大的圣人，后代没

有赶上他的；周公，是伟大的圣人，后代没有赶上他的。这士大

夫却说：“不如舜帝，不如周公，这是我的缺点。”这不是要求

自己严格而全面吗？他对于别人，就说：“那个人能有这种长

处，这就足够算个善良的人了；能擅长这个，这就足够算个有技

艺的人了。”肯定别人的一种长处，不再苛求别人其它方面，赞

许别人现在的进步，不去追究别人过去的毛病，担心害怕的只怕

别人不能得到做好事的好处。一种美德，容易培养；一种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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